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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個體對於其所處友誼網絡的認知正確性與其本身在真實網絡中之位置的

關係。以某管理學院中的研究所與大學部各一個班級為樣本，實證結果顯示：(1)團體中的成員

在知覺友誼網絡關係時存有系統性的認知偏誤，即有高估自身中心性的傾向；(2)個體對整體網

絡的認知正確性與個體在真實網絡的中心性，包括多數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以及 Bonacich 影響

力值，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此外，個體對自身友誼關係的認知正確性與個體在真實網絡的中心

性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本研究延伸的意涵為，在個體存在系統性認知偏誤的情況下，個體若能

清楚掌握組織中的關係分佈狀況，有利於個體有效運用社會資本，因而提高團體中其他人對該

成員的依賴程度，進而獲得支配資源的權力。 

 
關鍵詞：認知正確性、社會網絡、中心性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cognitive 

accuracy to friendship network and their network positions in the actual social network.  It takes 

students among a MBA and 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a business school as sampl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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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a) the actors in the group usually perceive network relations with 

self-enhancement; (b) the actors’ global cognitive accurac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their 

centrality in actual network, including degree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and Bonacich power; (c) 

the actor’s self cognitive accuracy on its own relationship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their 

centrality in actual network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ith the individuals’ systematic cognitive 

biases, people with high cognitive accuracy might know the rela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s much exactly, 

so that they would use the social capital efficiently, and enhance the dependency from others. Finally, 

they would get the power to allocate the resource in friendship networks. 

 

Keywords: Cognitive Accuracy,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1. 緒論 

在群體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皆為「關係」，關係之下隱含的意義為人際間的互動行為，

這些互動行為具有不同功能，可能基於友誼交際，可能基於資訊流通，可能基於行政運作，也

可能基於經濟上的交易行為。對於個體而言，其人際關係網絡可帶來三種獨特的優勢：不公開

的資訊、取得多樣化的技能，以及權力。首先，個體在進行決策時經常必須同時運用公開和不

公開的資訊，但由於公開的資訊容易透過各種管道取得，因此擁有不公開的資訊經常能為個體

帶來明顯的競爭優勢；其次，多元的人脈網絡，有助於更完整或更具創意的發展相關議題，且

當個體將本身的資訊、技能或經驗與不同的人分享，也往往會獲得相應的回報；第三，豐沛的

人脈有助於個體提升自身在組織裡的地位，尤其在扁平化的組織當中，權力將較少由正式的階

層所賦予，反而重新定位在人脈網絡裡頭的核心人物或中介者 (broker) 的角色 (Uzzi and Dunlap, 

2005)。 

當網絡的功能較為正式，例如廠商間的交易關係，或是行政部門之間的資訊傳遞網絡，這

些關係因受到明文規定或是契約規範，單位間的聯繫明確且可清楚定義。但是當網絡的功能不

受制式化的規範，例如友誼網絡、諮詢網絡，這些明顯屬於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時，網絡成員

之間的聯繫存在與否可能就會被每個人不一致的認知所影響 (Kilduff and Krackhardt, 1994; 

Kilduff and Tsai, 2003)。 

在社會網絡的研究中，受試者主觀認知的網絡結構與真實客觀網絡之間的差異，構念上稱

之為認知正確性 (cognitive accuracy)，長期以來此議題受到廣泛的關注 (e.g., Casciaro, 1998; 

Kilduff et al., 2008; Krackhardt, 1987, 1990; Kumbasar et al., 1994)。相關研究指出，個體行動者對

社會網絡的認知會對社會網絡的形成產生影響，例如，當個體知覺到其自身在友誼網絡中關係



個體的友誼網絡認知正確性與其網絡位置之關聯   461 

不平衡時，經常會引起不確定感、不穩定感或緊張感，並採取強烈的反應，以改善不平衡的狀

態 (Freeman, 1992; Kilduff and Tsai, 2003; Krackhardt and Kilduff, 1999)。在認知正確性方面，認

知正確性越高時，即個體越能夠掌握網絡的真實結構，意味著個體能更有效率的獲取所需的資

源或訊息，或使自身位於網絡中的有利地位；而對群體而言，若群體成員的整體網絡認知正確

性越高，意味著成員在遭遇到任務相關的問題時，可迅速的找到合適的人選以協助解決問題，

提高群體的運作效率或創新績效。 

然而，過去有關網絡「認知正確性」的詮釋，通常是站在個人對整體網絡的觀點，將「認

知正確性」視為個人對整體網絡真實情況的掌控。較少關注到，「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或是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等的認知差異及其影響。本研究認為，個體對於網絡關係的認知，不應

偏重局限於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應包括個體對於自身網絡與群體中多數人的認知，甚至對

個人關係的認知等方面。因個體可能對整體網絡的關係並沒有很好的掌握，但對於本身身處個

別關係網絡卻掌握良好，此仍可有效率的運用其身邊的資源。因此，本研究試圖以不同衡量方

式(或意義)的認知正確性，來探討個人在友誼網絡中擔任的角色；除了以個人視角放眼觀察整個

團體結構外，還考量團體中多數人對特定某一個團體成員的認識程度 (Casciaro et al., 1999)，或

者個人對於社交情況的自省也是一種網絡結構認知正確性的呈現。 

綜合上述，本研究由非正式社會網絡和個體認知正確性的觀點出發，希望做出以下幾點貢

獻：第一、相關研究指出，網絡成員在解讀自我在網絡中的地位時，傾向高估自己在網絡中之

地位的傾向 (Kumbasar et al., 1994)，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欲透過網絡成員的網絡認知

正確性檢視是否亦存在類似高估的傾向；第二、以往在探討團隊成員對網絡認知正確性時，聚

焦個人對整體網絡認知狀況與差異情形？本研究試圖連結不同取向的認知正確性，來探討個人

在友誼網絡中擔任的角色；也就是試圖檢視不同認知正確性的概念，包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

知正確性」、「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以及「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進一步擴展網

絡認知正確性之內涵；第三、透過實證資料，檢視個體的認知正確性與各種網絡位置之間的關

係為何。本研究試圖以兩組高等教育不同階段中的班級為研究對象進行上述實證工作。 

2. 文獻回顧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體對於非正式社會網絡的認知正確性與個體在該網絡位置之間的關係，

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非正式社會網絡在組織中的功能及影響、認知正確性，以及網絡位置之

意涵與相關實證進行介紹與探討，並提出本研究的主要假設。 

2.1 非正式社會網絡在組織中的功能及影響 

非正式團體是組織內推動資源流動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Moran, 2005; Nahapi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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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hal, 1998)。Moran (2005) 針對《財星雜誌》(Fortune) 百大藥廠內 120 位產品經理的研究顯

示，正式組織配置的結構鑲嵌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有助於管理者完成執行導向的任務；而

非正式結構的關係鑲嵌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則有助於推動創新型任務 (如產品、管理績效

或是技術方面創新)。 

由於個體間存在各式的關係型態，因而有不同的網絡類型。關於組織內部的非正式社會網

絡，較受研究者所關注的，主要為「諮詢網絡」(advice networks) 和「友誼網絡」 (friendship 

networks) (陳榮德，民 93; Casciaro et al., 1999; Krackhardt, 1990, 1992; 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前者屬於工具性社會網絡 (instrumental networks)，係指個人因執行工作上的需求，而與

他人形成的互動關係，屬於一種有目的性的關係網絡。諮詢網絡是當個人於工作上遇到困難時，

諮詢者與被諮詢者之間所形成的關係網絡，網絡中，能被他人諮詢者，通常具有經驗豐富、專

業能力強、擁有決策權、資源分配權等特性，一般而言，諮詢網絡的形成，往往易受到行業特

性或正式組織架構的影響。 

友誼網絡則屬於情感性社會網絡 (affective networks)，為組織成員間自發性建立的非正式關

係和互動行為。個人建立情感性網絡的目的便是「關係」本身 (陳榮德，民 93)。組織成員由於

會彼此向具友誼關係的同事談及個人私事、生活態度，以及在工作上為紓解壓力而產生的抱怨，

因而與傾聽者之間具有情感上的依賴關係 (Krackhardt, 1992)。就個體而言，情感性網絡的形成，

關乎的是個人的社交能力，對人際交往的處理態度及技巧。 

根據個體互動的程度，網絡成員間的關係可分成強連結和弱連結，Krackhardt (1992) 認為，

在組織中強連結指的是個人的友誼關係 (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或「熟識的朋友」)，強連結

關係的建立，必須經常地互動，並維持高品質的關係，故其建立與維持成本皆很高，且必須長

期培養。出於社會比較和社會支持的目的，人們有一種很強的和那些與自身具有共同特徵的人

聚攏的傾向並形成小群體，小群體裡的成員有趨向平衡的壓力，即群體內個體的朋友也易形成

朋友。相較之下，諮詢網絡則經常屬於弱連結 (可以日常生活中「認識的人」來代表)，關係的

建立與維持成本較低，旨在協助個體達到「目的」即可。 

組織中的弱連結不僅能在緊密連結的小群體中傳遞重要訊息，更能將分裂的結構加以聯繫，

使集體成員產生有組織的行動。Granovetter (1973) 表示，網絡中的強連結不可能在小群體間發

揮搭橋 (bridge) 的作用，也並非所有的弱連結都能成為橋樑，只有在群體內不存在趨向平衡的

壓力下，弱連結成為橋樑的可能性才更大，但連繫二個群體間的橋必然是弱連結。而發揮橋樑

作用的弱連結，經常是群體間訊息傳遞的關鍵，因此在訊息擴散上極有價值。Granovetter (1973)

的弱連結優勢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指出，弱連結相較於強連結有更好的求職效果，弱連結

多的人，可連結到的網絡範圍較廣，因此蒐集到的徵才資訊較多；反之，強連結多的人，往往

會陷在一個個的小群體中，資訊傳遞的範圍小，且經常是重複的資訊。因此，Granovett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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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弱連結提供了人們取得自身所屬的社交圈之外的資訊管道，但強連結對人們的行動提供

了信任的基礎。 

相關實證上，McDonald and Westphal (2003) 針對 241 位 CEO 決策過程的研究發現，公司

績效較差的 CEO 在徵詢營運建議時，多半會先尋求熟識友人的意見，這些熟識友人中有些是其

他公司的高階主管，或是與該 CEO 有同樣教育背景的人，且這些友人多數與該 CEO 屬不同公

司。這些 CEO 之所以會諮詢外部友人，除了擔憂同一公司的其他職員造成的競爭危機外，主要

是這些被諮詢的友人身上具有該 CEO 信任或依賴的相似特質，讓該 CEO 認為被諮詢者能夠站

在同一立場給予有力見解；不過這項研究也發現，當這些公司績效較差的 CEO 們向友人徵詢意

見之後，只會讓公司的績效越來越差，可能的原因是這些背景相似的友伴們與該 CEO 的觀點相

似，無法對經營上的困境提出有利的見解，這也暗示了管理者決策的有限理性。 

Gibbons (2004) 針對四所公立學校的研究顯示，當學校意欲推廣新的教學方式時，諮詢網

絡的存在會對新概念被接受的程度造成負面影響，不過友誼網絡對傳遞新的教學概念是有助益

的。可能的原因是，諮詢網絡中存在的訊息多半與當下存在的任務環境和規則有關，反映的都

是舊有價值觀，而友誼網絡結構本身不具正式性，作為資訊流通管道的功能更加純粹，因此能

夠加速新訊息的流通。 

除了網絡中的訊息流通外，非正式關係網絡也會影響高經濟價值的交易行為。Sorenson and 

Waguespack (2006) 針對美國電影產業中製片商與經銷商間合作關係的研究指出，美國電影產業

中，無論是製片商或經銷商，交易雙方在面對新片時，多數廠商傾向選擇並嘉惠先前與自身有

交易關係的合作方。針對 5,199 部電影的交易個案，比較「具先前接觸經驗」以及「無先前接觸

經驗」的兩個組別，研究發現，「具先前接觸經驗」的合作案例數量比預期更多之外，經銷商傾

向替具先前接觸經驗的製片商編列更多宣傳預算、規劃更強力的宣傳企劃，以及分配更具吸引

力的檔期；同時，製片商在選擇合作的經銷商時，也傾向選擇已有接觸經驗的廠商。有趣的是，

這些合作案例與票房績效間無正向關係，因此該研究推測，當交易雙方已具聯繫關係時，這些

廠商會將另一方視為自身網絡結構中的一部分，產生一種轉化過的自我肯定 (self-confirming)，

進而在審視其預期獲利時高估對方的績效。 

由上述研究可看出，在組織間或組織中，無論是新概念導入、績效改進、產品管理或是交

易關係的建立，皆不可忽視非正式社會網絡所帶來的影響，而在這之中亦可了解到，「諮詢網絡」

和「友誼網絡」因其情境與功能不同，會對組織產生不同的影響。本研究中，我們尤其關切友

誼網絡，主要原因為友誼網絡通常是由最基本的人際互動所形成，一般而言，組織中的所有成

員都會是網絡中的一份子，但諮詢網絡的建構往往與個體的工作屬性有關、專業地位有關，組

織中的諮詢網絡未必會涵蓋組織中的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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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認知正確性 

認知正確性 (cognitive accuracy) 係指個體對客觀事實的解讀與客觀事實間的差異程度，認

知正確性越高，個體對客觀事實的解讀與客觀事實間的差異程度就越小。在社會網絡研究中，

認知正確性的概念最早由 Krackhardt (1987) 所提出，意指團體中的個別成員對整體網絡連結估

計的準確程度，亦可代表個人對組織內部訊息流動的掌握程度 (Lincoln and Miller, 1979)。過去

研究顯示，對於同一網絡結構，個體可能會有明顯不同的認知 (Kilduff and Krackhardt, 1994; 

Kumbasar et al., 1994)，此外，對相關社會網絡有更精確認知的人，常常會被其他成員視為更具

影響力的人 (Krackhardt, 1990)。 

Krackhardt (1990) 針對一科技公司內人員的研究顯示，受試者對於公司內部諮詢網絡

(advice network) 分佈情形的認知正確性越高，越能夠在團體內掌握權力。這表示，當受試者清

楚諮詢網絡分佈狀況時，可以節省嘗試錯誤消耗的時間成本與資源，有效率的找到正確人選協

助他進行工作任務。另外此研究也發現，對於內部諮詢網絡的認知正確性與該成員在職場中的

正式位階有正向相關，由於諮詢網絡中流動的資訊多半偏向職場任務，有較高的正式性質，此

發現也間接暗示團體成員在網絡中的位置與認知正確性間有某種關係存在。Casciaro et al. (1999)

便發現，在友誼網絡中，當個體在團體中擁有的向內連結 (indegree) 越多，則對該成員瞭解友

誼網絡的分佈情形有正向助益。而 Freeman and Romney (1987) 則認為，位居網絡中心位置或是

重要資訊傳遞角色的團體成員，在揭露整體網絡交際情況時，更有可能貼近真實結構。 

與認知正確性相關的研究中，Kumbasar et al. (1994) 的研究顯示，個體常會系統性地高估

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連結數量，以及自身在網絡中的中心性。在一針對電腦製造廠設計部門的

研究中，Kumbasar et al. (1994) 發現，團體內的多數成員皆認為自己在組織的影響力排名中名列

前茅，且在估計自己於網絡中的對內連結與對外連結數量時，皆有約 40%的團體成員認為自己

的連結數量排名第一；另外在進一步估計個人的網絡中心性 (centrality) 時，有 52%的成員認為

自己在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排名中為第一，有 36%的成員認為自己的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排名為第一。 

受限於當時網絡分析工具的發展，Kumbasar et al. (1994) 為了呈現個體知覺社會網絡關係

的系統性認知偏誤，採用多元尺度分析法中的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技巧以在二元

尺度的空間上，呈現個體在個體知覺網絡中的位置與其他網絡成員所認知的該個體的位置 (平均

數)之間的歐氏幾何距離 (Euclidean distance)，並非是將個體所知覺的社會網絡與由連結兩端的

成員共同認可所形成的「真實網絡」進行相關分析。且 Kumbasar et al. (1994) 是以個體在個體

知覺網絡中的位置中心性的數值排序 (ranking) 來說明個體自我高估個體網絡中心性的傾向，並

沒有衡量各個個體「高估的程度」，及其所產生的影響。而這正是本研究想要進一步探討之處。 

晚近，Kilduff et al. (2008) 的研究指出，個體對於真實網絡的認知之所以與客觀的真實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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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異，有部分原因是受到個體認知基模 (schema) 的影響。該研究檢驗了四個組織中 166 位

成員的認知網絡，發現，成員認知的友誼網絡中，小世界 (small world) 的數量比起真實網絡要

來得更多，且在認知的友誼網絡中，核心人物受歡迎程度要比真實網絡更高、中介者的數量也

比真實網絡更多；他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人們在認知網絡關係時會不知不覺地套用基模，基

模會強化某些在人們產生認知時意識到的一些較明顯的特質，比方說核心人物、中介者、或是

小團體間的區隔。認知基模的存在會促使人們形成某些被強化的「刻板印象」，但基模的存在同

時也讓人們更方便記憶訊息、節省大腦運用資源。 

而在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之外，Casciaro et al. (1999) 亦提出網絡成員對於個體關係的認

知正確性的概念。他們將前者稱為整體認知正確性 (global cognitive accuracy)，將後者稱為局部

認知正確性 (local cognitive accuracy)。局部認知正確性的意義為，團體中多數人對特定單一成員

個別社會網絡的認知正確程度。他們的研究發現，組織成員的正向情感 (positive affect) 會對其

在諮詢網絡中的局部認知正確性有負向關係，換言之，周遭的人對於樂觀形象、態度積極的成

員，可能會接收到一些不確實的訊息，高估此人在諮詢網絡中能夠運用的關係數量。在另一研

究中，Casciaro (1998) 發現，局部認知正確性與個人友誼交際的需求程度間也有正向關係，當

團體中的成員對友誼關係的需求越強烈，會經常主動參與團體活動，因此在團體中會被較多成

員所熟識。 

回顧既有文獻，我們發現，要了解個體對社會結構的認知正確性，資料蒐集上必須由受試

者逐一去回憶網絡中兩兩成員間的對偶關係，受試者在填答時得花相當的時間逐一思考各個對

偶關係，且盡可能地需要整體網絡成員的配合，成員中未配合填答者的比例越高，則研究結果

的信度越會受到嚴重影響。由於資料蒐集上有其難度，所以有關認知社會結構 (cognitive social 

structure, CSS) 的研究並不多，且多半以成員數較少的組織或單位來進行實證。然而，過去文獻

多半著重於個體對整體社會結構的認知正確性 (Kilduff and Krackhardt, 1994; Kilduff et al., 2008; 

Krackhardt, 1990; Kumbasar et al., 1994)，較少探討團體成員對個別成員關係的認知正確性 (即

Casciaro et al. (1999) 所稱的局部認知正確性)，以及個體成員對自身關係的認知正確程度。本研

究認為，關於個體對社會結構的認知，可以從不同的取向來賦予其意義，網絡認知正確性的概

念，可不只狹隘地包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尚有不同衡量方式的認知正確性，延續

此一系列研究，本研究試圖擴展網絡認知正確性之意涵，包括「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以及「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並檢視各種認知正確性與個體網絡位置之關係，以提供更

完整與不同面向的認知正確性概念。 

2.3 網絡位置－中心性 

在社會網絡的研究中，針對整體社會網絡進行研究時的首要問題是：群體中的每一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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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據團體中怎樣的結構位置？社會網絡分析中的一項重要目的，即利用個人在群體中所占據的

位置去預測個體的行為，就如同心理學家偏好利用個體人格特質或態度之類的變項來做解釋，

社會學家偏好利用個體的社會經濟屬性的變項來做解釋 (羅家德，民 98)。 

就社會資本的觀點，個體的社會資本為個人能從其關係連帶中所得到資源。關係連帶如何

得到資源取決於資源從哪裡來，其次還要評估這樣的關係是否很強、很穩定，能夠真正得到這

個資源。Bourdieu (1986) 指出，個人擁有社會資本的多寡取決於二項因素：一是行動者可以有

效地加以運用的聯繫網絡的規模大小，二是網絡中每個成員以自己的權力所占有的資源的多

少。 

因此，有關個體社會網絡的研究，一般是以網絡位置所伴隨的資源來作探討。而在探討網

絡位置本身伴隨而來的資源時，中心位置 (central positions) 與中介位置 (go-between positions)

是最為重要的兩類角色。當一團體成員在網絡中的位置越接近中心，就有越大的可能性能夠與

團體中其他成員存在品質較佳或是頻率較高的聯繫關係。中心位置所傳遞的可能是正式權力，

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社會影響力 (Brass and Burkhardt, 1992)，因此中心位置也常被作為測量聲望和

權力的指標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由中心位置本身伴隨的資源，經常能讓位居其中的成

員更好的控制外部環境、降低不確定性。而當一團體成員在網絡中位居中介位置，他則可以掌

握團體中訊息的流動與知識的傳播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並且即時獲得重要的訊息與知

識。 

Krackhardt (1992) 在其研究中發現，個體若能在友誼網絡中擁有好的結構位置，代表這個

人與團體中較多人建立情感支持的關係，這類關係可以帶來的資源即影響力 (Krackhardt and 

Brass, 1994; 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在友誼網絡中，相對於邊緣者，一個被許多人都認可

的中心人物，往往擁有非正式權力。從個體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當該個體被越多人視為情感

依賴的對象，他對他人的影響力也越大，動員能力就越強，這便是 Krackhardt (1992) 倡議的「強

連結優勢」的內涵。另一方面，位於友誼網絡中心位置的個體，即內向中心性高的人，則較易

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此外，由於網絡居中度高的行動者因與團體中其他人接觸的機會較頻繁，也會增加其自我

認同感。Flynn and Wiltermuth (2010) 針對食品製造商公司內行銷部門員工的研究便顯示，當受

試者被詢問到關於倫理道德議題的看法時，網絡居中度會正向影響行動者對取得團體中其他人

認同的高估程度，也就是說，這些團體中的中介者，會自信地認為其他人贊同自己的意見，即

使在真實狀況中並非如此。 

而有關中介位置的研究，Liu and Ipe (2010) 的研究顯示，一個位居橋樑位置的成員，有可

能在人際互動上扮演較為主動的角色，在其針對銀行職員的研究中，個人在網絡的中間性與人

際間的組織公民行為 (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CB) 有高度的相關，這也意味著，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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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可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個人行為特質。 

2.4 本研究主張和研究假設 

由於認知存在於個體的頭腦之中，因此無法觀察且因人而異。有關認知的研究，屬於心理

學領域，而網絡研究則經常與社會學和人類學相關聯。「認知網絡觀點」的相關研究試圖融合

這二方面並進行相關問題的探討。Kilduff and Tsai (2003) 認為，「從認知角度研究網絡的好處

在於，它使我們認識到，若對於個體認知有較好的了解會有助於我們理解網絡的起源與形成的

過程。尤其，我們需要研究個體對社會結構的感知是如何促進或阻礙他們建構這樣的結構。」 

因認知乃是屬於個體的心理特質或一項心智能力，我們假定個體是根據其所認知的社會 

(網絡結構) 來決定互動的對象或互動方式，個體間的互動進而演化出我們所觀察到的真實網

絡。 

首先，在個體對社會網絡結構的認知形成方面，由於當個體在知覺其所處的社會結構時，

主要是採取自我中心的視角 (egocentric view)，意指個體是從自身的觀點來組織他們的社會世界，

因此，其會認為在朋友中更為接近網絡中心，且有較高的連結密度，造成個體所認知的社會網

絡結構與客觀真實的社會網絡結構有所偏誤 (Kumbasar et al., 1994)，且經常出現高估的傾向。

此外，根據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 的歸因偏誤，個體傾向將積極的結果歸因為內在因素，

如成績好是因為自己努力；將消極的結果歸因為外在因素 (Campbell and Sedikides, 1999)，如成

績差是因為老師要求高，此種為自己生活中的成功事件或積極結果負責的傾向，以及逃避為生

活中的失敗事件或消極結果負責的傾向，會提高個體的自我價值感，也可能造成產生個體高估

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中心性的傾向。因此，相較於真實網絡，在個體知覺下，個體傾向於在其認

知網絡中佔據中心位置，我們嘗試發展以下假設： 

H1: 個體在其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中的網絡中心性有顯著差異，個體有高估自我中心性的傾

向。 

其次，由上述文獻可知，網絡的中心位置伴隨著許多網絡利益，如獲取不公開的資訊、取

得多樣化的技能，以及權力 (Uzzi and Dunlap, 2005)；獲得較多的情感支持與認同 (Flynn and 

Wiltermuth, 2010; Krackhardt and Brass, 1994)；控制團體中訊息的流動與知識的傳播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我們認為，這些利益可視為是驅策個體採取行動以佔據中心位置的激勵因子，

或許也是個體之所以傾向高估其網絡中心性的原因。 

本研究認為，具有認清結構事實能力的人，即網絡認知正確性高的個體，較有可能坐落在

網絡的中心位置。個人知曉真實網絡結構的程度越高，意味著，他可以有效運用網絡資源的機

會越高，也可能因此增加他人對該成員的依賴性，Freeman et al. (1988) 將這樣的能力視為「社

交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在既有的理論與相關研究不多的情況下，我們將本研究定位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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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的研究，聚焦於在非正式社會網絡中扮演重要功能的友誼網絡，試圖檢視不同網絡認知

正確性的概念，包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以及「個

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與各種個體網絡位置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個體在網絡效

益的激勵下，以及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所衍伸的個體關係使用效率，本研究嘗試發展以下假

設： 

H2: 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 (包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對於個體的網絡中心性有正向影響。 

我們不否認中心性亦有可能影響網絡認知正確性，但我們以為，這需視網絡的型態而定，

例如，在正式的組織結構中，工作流的網絡或資訊流的網絡，因職位功能上的需要，該型態的

網絡中心性或許便有助於提高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但本研究所探討的為非正式的友誼網絡，

其關係的形成並非是受到正式的制度性因素所規定，而是基於個體間情感上的需要所形成，因

此，本研究中，我們假定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會影響其在真實網絡裡的中心性。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分別針對某一管理學院大一及研究所一年級第二學期之班級各一班

之同學為樣本。雖然為學生樣本，但由於所欲檢視的友誼關係，其關係本身主要是個體自然互

動所形成，較不受組織型態或任務屬性所影響，且網絡的範圍也較易有明確的界定。此外，選

擇大一及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為樣本主要原因為，學生入學前通常彼此間並無任何關係存在，

既有的網絡結構乃學生經過一學期的社會互動後所形成。相對於企業樣本，成員進入組織的時

點不同，事實上，進入的時點的確會影響友誼的形成，相較於以其他型態的企業單位樣本，例

如資深成員和資淺成員之間，或與新進成員之間，其各有其慣性阻礙友誼關係形成。本研究選

擇入學滿一學期之學生樣本，可避免受組織成員因進入先後順序干擾所產生結果的偏誤。因此，

本研究選擇以班級學生做為研究樣本，符合學者所強調的「樣本攸關性」(sample relevance) 

(Gibbons, 2004; Sackett and Larson, 1990)。 

我們請班上同學填寫認知社會結構 (cognitive social structure, CSS) 之問卷 (Krackhardt, 

1987)，由於此份問卷必須為記名問卷，且需要全體成員的配合，方能建構出組織內的真實網絡。

因此，在填答前研究者需向受試者說明問卷之用途，並告知受試者涉及個人隱私的分析結果絕

不外露他人。由於受試者在填寫此問卷時，除了自身的關係外，還必須在腦海裡回想其他兩兩

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以 30 人的網絡規模來說，扣除自己本身的關係，受試者必須回想 870 種

關係型態的存在與否。過去的研究，包括 Casciaro et al. (1999)、Kilduff and Krackhard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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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duff et al. (2008)、Krackhardt (1987, 1990)、Kumbasar et al. (1994) 等，所使用的問卷都是一頁

一個網絡成員的名字，並提供網絡成員的清單由受試者逐一回想各種關係的有或無，所以只以

一個題項來衡量一種關係的連結。 

本研究將問卷設計成矩陣形式，要求受試者回答：「課後或假日 ○○○ 同學常和班上哪些人

一起活動 (如分享情感與訊息等)？」，受試者必須逐一回憶班上每一位同學與其他人是否經常往

來。當受試者認為量表上的成員與另一人之間有經常性互動時，在矩陣上此二人交錯的空格內

以 1 作為標記；無經常性互動，則以 0 作為標記。由於 A 受試者可能認知到 B 將 C 視為好友，

同時也可能認知到 C 未將 B 視為好友。因此，每位同學所填寫的認知社會結構未必會是一對稱

的矩陣。本研究的施測對象，研究所的班級規模為 39 人，大學部為 50 人，研究所回收樣本 38

份，大學部回收樣本 49 份；在逐一檢視每份問卷並剔除無效問卷後，本研究採用的分析樣本為，

研究所 34 份，大學部 36 份。 

3.2 變數衡量 

3.2.1 依變數：中心性 

本研究的依變數為個體在真實網絡當中的位置 (中心性)，分別包括代表中心位置的多數中

心性 (degree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Bonacich 影響力值 (Bonacich power 

index)、以及代表中介位置的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以下依序說明真實網絡的建構

以及各個中心性的意涵及衡量方式。 

3.2.1.1 真實網絡 (actual network) 

逐一檢視樣本中個體所填寫的認知網絡，若網絡中該單向連結由連結兩端的成員共同認可，

則我們視為該關係存在。若團體中，成員 A 認為自己對成員 B 發送連結，且成員 B 也認為成員

A 向自己發送連結，此時 A 對 B 的單方向連結關係才能夠被確認。若只有成員 A 認為自己對成

員 B 發送連結，但成員 B 不認為成員 A 與自己有此關係；或是只有成員 B 私自認為成員 A 向

自己發送連結，但成員 A 不認為有此關係，此兩種情況皆視為不被連結兩端的成員共同認可。

據此，我們便可建構出二個班級的真實網絡。 

圖 1 和圖 2 分別為研究所和大學部班級的真實網絡結構。由圖中可觀察到，研究所的班級

網絡相較於大學部有較多的連結數量，顯示在研究所的班級中，同學間的互動較多；而大學部

的班級網絡中，有少數成員只有一、二個友誼連結關係。此可能與班級的規模有關，在較小的

網絡中，成員間接觸的頻率較高，有較多互動的機會，進而形成友誼關係；反之，在較大的網

絡中，兩兩成員間接觸的頻率較低，較少友誼關係的形成。且相同的性別成員(紅色為女性，藍

色為男性)具有類聚的傾向，易形成友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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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所班級友誼網絡 

 

 

圖 2  大學部班級友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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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多數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多數中心性指的是團體中特定成員與其他成員相連的連結數量，但為了考量各團體組成規

模不一，通常會將連結總數除以該團體中最大可能的連結數 (Freeman, 1979)。多數中心性的運

算公式如下： 

∑ =
==

N
1j ijiiD Z)n(d)n(C   (1) 

)n(d i 為第 i 個網絡成員的多數中心性，Zij為 0 或 1，代表網絡成員 j 是否認為與網絡成員 i

有關係。此指標受網絡成員數 N 多寡的影響，極大值為 N-1，因此不同網絡可用 N-1 來標準化，

以進行比較： 

1N)n(d)n(C ii
t
D −=  (2)  

3.2.1.3 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以網絡距離為概念來計算團體中特定成員接近中心的程度，與團體中其他成員距離越近者

則接近中心性越高，與其他成員距離越遠者則接近中心性越低。接近中心性運算公式如下： 

( ) ∑ =
=

N
1j jiiC )nn(d1nC   (3) 

其中 d(ni, nj)為兩點之間最短路徑的長度，∑ =

N
1j ji )n,n(d 意為將 ni與所有其他人的距離加總，

極大值為 1)1N( −− 發生在所有人與 ni 都相鄰時；極小值接近於零。由於這個指標決定於網絡中

的人數，因此需要通過標準化才能作跨網絡的比較： 

( ) ∑−= =
N

1j j1i
t
c )n,n(d)1N(nC   (4) 

3.2.1.4  Bonacich 影響力值 (Bonacich power index) 

Bonacich 在 1987 年提出影響力中心性的指標，他指出，中心性與影響力的計算並非單單考

慮網絡成員週邊的連結，還必須考慮與週邊連結對象以外的與其他成員連結的關係 (Bonacich, 

1987)。換言之，個別網絡成員的影響力中心性的計算來自於該成員的直接連結關係與間接連結

關係。舉例來說，假設要評估網絡成員 i 的影響力，除了要考慮該成員第一層的連結關係，還必

須考慮第一層連結成員的所有連結關係，而第一層的連結關係，又受網絡成員 i 的第二層連結關

係所影響。如此一來，網絡成員 i 的影響力的計算，考慮了所有可連結到的對象及他們的連結關

係。根據該指標的概念，如果網絡成員 i 能影響很多其他成員，或是能影響一個「能夠影響很多

其他成員」的成員，則該成員具有較高的影響力。Bonacich 影響力值的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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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ij
N

1j jiiBN RC,C)n(C ∑ =
+== βαβα   (5)  

其中，Rij為網絡矩陣，表達網絡成員之間的連結關係，α 為與鄰近點之連線數，而 β 為「衰

減因子 (attenuation factor)」，反映了成員 i 連結對象的中間度權重。 

3.2.1.5 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意指網絡中某一結點與其他各點之間相間隔的程度，表示一個點在多大程度上是圖中其他

點的「中介」，也就是一個人作為溝通媒介者的能力，這個點佔據了團體中其他兩人最具效率溝

通方式上的重要位置，當這個行動者拒絕替連結兩端的成員當溝通媒介時，這兩人就無法溝通。 

本研究採用 Freeman (1979) 提出的 Freeman 居中度，運算公式如下：  

∑ <
=

kj jkijkBT g/)n(gC   (6) 

其中 gjk表示社會網絡中點 j 與點 k 之間存在的短程路徑數，兩點之間每一路徑被選為溝通

路徑的機率皆平等為 jkg1 ；而 )n(g ijk 表示通過行動者 ni的兩個行動者(j 與 k)之間的所有短程路

徑數。此公式意指行動者 ni的居中度為 jkijk g)n(g 機率之總和。 

而為了能夠比較兩不同樣本群體內所有成員的居中度，本研究採用相對網絡中介中心性，

即為上述中心性的絕對式除以團體內網絡最大可能連結數，相對中介中心性之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 N 為團體內的成員數量： 

[ ]2/)2N)(1N(CC BT
t
BT −−=   (7) 

3.2.2 自變數：認知正確性 

 相較於真實網絡，個別成員所填寫的認知社會結構，即該成員的認知網絡。我們可以利用

各個成員的認知網絡，計算得出各成員在自我認知網絡的中心性，亦可從各個成員的認知網絡

與真實網絡的比對中，獲得個體的認知正確性程度。本研究以三個指標來衡量個體的認知正確

性，分別為「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以及「個體對個體

關係認知正確性」，依序說明如下。 

3.2.2.1 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 

認知正確性 (cognitive accuracy) 為受試者自我認知的社會網絡與真實網絡之間的差距。本

研究依據 Krackhardt (1990) 提出的概念作為運算「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正確性」以及「整體

對個體關係的認知正確性」的基礎；在計算認知正確性的公式之前，先定義連結於網絡中存在

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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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ij = { };jkik1R1
jkik0R0

ijk

ijk

≠≠=
≠≠=

且且若

且且若    
(8)

 

此式意為，在受試者 k 呈報的整體社會網絡中，若 k 認為另兩位團體成員 i 與 j 有交際情形，

在 k 的網絡矩陣中，此連結值定義為 1；若 k 認為成員 i 與 j 無交際情形，在 k 的網絡矩陣中，

此連結值定義為 0。但因為受試者 k 並非成員 i 或成員 j 本人，k 呈報的連結有可能會與真實狀

況不同，因此，在 k 個人呈報的整體社會網絡 Rkij與真實網絡 R*
i,j中，可能的四種差異情境如下

方圖 3 所示。 

當受試者 k 認為成員 i 與成員 j 無交際情況，且事實上 i 與 j 的確無交際情況時，此情境定

義為 a；當受試者 k 認為成員 i 與成員 j 無交際情況，但事實上 i 與 j 有交際情況，此情境定義為

b；當受試者 k 認為成員 i 與成員 j 有交際情況，但事實上 i 與 j 無交際情況，此情境定義為 c；

當受試者 k 認為成員 i 與成員 j 有交際情況，且事實上 i 與 j 的確有交際情況，此情境定義為 d。

在以上定義下，運算認知正確性的公式為： 

受試者 k 的認知正確性 = 
)dc)(ba)(db)(ca(

bcad
++++

−
  (9) 

 舉例來說，若網絡中有 5 個網絡成員，分別為 A、B、C、D、E，受試者為 A，在其認知

其他 4 人的關係中，共有 12 種可能的單向關係，其認為 B 分別和 C 與 D 有相互認可的雙向交

際情況，和 E 無交際情況；C、D、E 之間亦無任何交際情況，但實際上，B 分別和 D 與 E 有相

互認可的雙向交際情況，和 C 無交際情況；C、D、E 之間亦無任何交際情況，則這 12 種可能

的關係與受試者 A的認知情形的比對結果如圖 4，其中有 8 個是認知正確的，4 個是認知錯誤的： 

帶入公式(9)，受試者 A 的認知正確性 = 
)22)(26)(22)(26(

2226
++++

×−×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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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0 1 

Rkij 
0 a b 

1 c d 

 

圖 3 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之比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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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受試者 A 的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之比對情境 

 

3.2.2.2 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此變數的計算公式與前述「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相同，差別在於此變數在計算個

別成員在真實網絡中的自我中心網絡 (ego-centered network) 與共識網絡 (consensus network) 

中個體的自我中心網絡的差異程度。其中，共識網絡係根據若該關係獲一定比例的成員所認定，

該關係便存在。該條件比例越低，則所建構的網絡密度越高，因為各個對偶關係被視為有關係

的條件容易通過；反之，則所建構的網絡密度越低。本研究利用真實網絡的網絡密度為參考，

在真實網絡與共識網絡二者密度大致相同的情形下，我們將條件比例設定為 45%1，若該對偶關

係被 45%以上的團體成員所認知，我們便視為該關係存在，如此建構而得群體的共識網絡。接

著，我們再藉由上述認知正確性的公式計算每一成員的整體對個體關係的認知正確性，即團體

中多數人對於某一成員真實交友情況的瞭解程度，為前述文獻中所提的局部認知正確性 (local 

cognitive accuracy) (Casciaro et al., 1999)。此數值越高，表示該個體所認知的自我中心網絡，與

團體中多數人所認知的該個體的自我中心社會網絡越一致；反之，則該個體的自我中心社會網

絡越不被多數其他成員所正確認知。 

1  各種條件比例下，成員所認定的共識網絡之連結情形如下附表 1 所示，由附表 1 可觀察到，當認定的條

件比例越低，則連結數量越多，網絡密度越高；反之，則連結數量越少，密度越低。根據附表 1，考量

分析過程的一致性，本研究以 45%以上的團體成員所認知的關係連結作為本研究的共識網絡。而由下表

也可概知，大學部的團體成員對關係連結的共識性較低。 

附表 1  成員共識條件比例與網絡連結數量 

變數 條件比例 
研究所 大學部 

連結數量 網絡密度 連結數量 網絡密度 
真實網絡 N.A. 343 0.306 214 0.170 

共識網絡 50% 290 0.258 164 0.130 
45% 344 0.308 183 0.145 
40% 387 0.345 203 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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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有鑒於網絡中心位置主要著重在個體的向內連結上，因此本研究計算「個體對個體關係認

知正確性」的方式為，個體在真實網絡中的向內連結數除以個體在認知網絡中自我揭露的向內

連結數量。數值越高，表示個體所認知的自我友誼關係其真實存在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低。 

3.2.3 控制變數 

在檢視個體的認知正確性與網絡位置之關係的過程中，參考過去文獻，我們亦控制個體的

性別 (1=男, 0=女)、年齡、以及個人認知的網絡密度 (Kilduff et al., 2008; Krackhardt, 1990; 

Krackhardt and Kilduff, 1994)。其中，年齡的部分反映的是個體的心智和社會歷練的差異，在大

學部的樣本中或許差異不大，但研究所的樣本會有較大的差異，因此本研究仍加以控制；而之

所以控制個人認知的網絡密度的原因為，有些個體對於關係的敏感度較高，認知到他人之間存

在的關係數量較多；反之，認知到的關係數量較少，因此，我們以此來控制個體對於整體網絡

連結的認知敏感程度。 

網絡密度的運算公式如下： 

 )1g(g
)n(Cg

1i iDC −
∑= =

， (10)  

意為所有度數的加總數值除以所有可能存在的關係。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社會網絡分析軟體UCINET對所蒐集的認知社會結構資料進行相關網絡變數的

計算，並針對個人的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的比較分析。首先，將針對各個變數進行敘述統計與

相關分析，接著則是樣本特性的描述，藉以觀察不同樣本間、以及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間的差

異；其次，利用平均數差異 t 檢定，觀察本研究的主要依變數 (網絡位置) 在個體的認知網絡與

真實網絡間是否有顯著差異，以了解個體的認知是否存在系統性的偏誤，即個體是否 (自我感覺

良好) 有高估自我網絡地位的傾向 (H1)；最後則利用迴歸分析，針對本研究的 H2 進行驗證。 

4. 研究結果 

4.1 樣本特性 

表 1 為各個變數的敘述統計和相關分析的結果。在平均數方面，研究所的平均年齡為 24.26

歲，大學部的平均年齡為 19.47 歲。而由相關分析可看出，三個代表中心位置的依變數，包括

Bonacich 影響力值、接近中心性、多數中心性雖然在概念上和衡量方式上有所差異，但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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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敘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變      數 M S.D 1 2 3 4 5 6 7 8 9 
研究所樣本            

1.多數中心性 0.31 0.11          
2.接近中心性 0.51 0.07 0.82**         
3. Bonacich 影響力 5.51 1.95 0.94** 0.79**        
4.中介中心性 0.03 0.03 0.31 0.67** 0.35*       
5.個體對整體網絡 0.59 0.07 -0.03 -0.12 -0.09 0.03      
6.整體對個體關係 0.68 0.16 -0.22 -0.29 -0.16 -0.02 0.41*     
7.個體對個體關係 0.81 0.14 -0.08 -0.16 -0.11 -0.05 0.45** 0.57**    
8.年齡 24.26 1.33 0.01 0.01 0.01 -0.15 -0.39* 0.01 -0.11   
9.性別 0.30 0.46 0.35* 0.55** 0.33 0.36* -0.31 -0.14 -0.17 0.31  

10.認知網絡密度 0.32 0.13 0.49** 0.43* 0.54** 0.08 -0.59** -0.33 -0.58** 0.26 0.18 

大學部樣本 
           

1.多數中心性 0.17 0.07          
2.接近中心性 0.42 0.07 0.84**         
3. Bonacich 影響力 5.56 2.30 0.92** 0.91**        
4.中介中心性 0.04 0.05 0.78** 0.72** 0.76**       
5.個體對整體網絡 0.55 0.07 0.47** 0.46** 0.56** 0.28      
6.整體對個體關係 0.66 0.14 -0.23 -0.22 -0.19 -0.20 0.03     
7.個體對個體關係 0.70 0.24 0.20 0.07 0.23 0.10 0.12 0.37*    
8.年齡 19.47 0.56 0.09 -0.07 0.03 0.07 -0.19 -0.02 0.31   
9.性別 0.31 0.47 0.08 0.19 0.03 -0.03 -0.31 -0.18 -0.22 0.09  

10.認知網絡密度 0.17 0.06 0.41* 0.35* 0.35* 0.30 0.27 -0.38* -0.55*  -0.25 -0.01 
註：1.** 表示 p<.01；* p<.05 

  2.研究所樣本 n=34，大學部樣本 n=36 

 

存在高度相關，而代表中介位置的中介中心性，則與另外三個指標的相關係數略低。另外，本

研究所關注三個認知正確性的衡量指標，彼此間的相關水準則在低度相關到中度相關之間，此

表示，不同的認知正確性概念，在用以代表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時，是有所區別的。而在所

有迴歸模型當中，各個自變數的 VIF 值皆小於 4，變數間並不具顯著的共線性問題。 

表 2 呈現研究所與大學部兩組樣本的基本相關特性。在認知正確性方面，可看出研究所樣

本的認知正確性高於大學部樣本，其中女性樣本的認知正確性皆高於男性樣本，而兩組樣本的

整體對個體關係的認知正確性皆高於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正確性。我們認為，研究所樣本的

認知正確性高於大學部樣本，可能的原因為網絡的規模所致，由於研究所班級的規模小 (39 人)，

網絡成員兩兩間的互動機會較高，個體較容易正確的知覺成員間的友誼關係；反之，大學部班

級的規模大 (50 人)，網絡成員兩兩間的互動機會較少，個體較不容易正確的知覺成員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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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描述 

變        數 
研究所 大學部 

男 (n=10) 女 (n=24) 男 (n=11) 女 (n=25) 
認知正確性     
個體對整體網絡 0.56 0.60 0.52 0.57 
整體對個體關係 0.64 0.69 0.62 0.68 

向外連結     
個體認知網絡 16.10 12.67 8.09 9.44 
整體真實網絡 11.40 9.54 5.27 6.24 

向內連結     
個體認知網絡 15.20 12.21 8.64 8.96 
整體真實網絡 11.00 9.71 5.55 6.12 

網絡規模 11.90 10.29 6.45 6.84 
網絡密度     
個體認知網絡 0.36 0.31 0.17 0.17 
整體真實網絡 0.64 0.62 0.41 0.46 

 

關係。在性別差異方面，女性樣本的認知正確性高於男性，可能的原因為，女性對於人際間的

互動較為敏銳，因此相較於男性，較容易正確的知覺成員間的友誼關係。至於整體對個體關係

的認知正確性高於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正確性，我們認為，由於整體對個體關係的認知正確

性係根據成員間的共識網絡與個體的認知網絡進行認知正確性的計算，在本研究中，若網絡成

員中約半數以上的網絡成員同意某兩個網絡成員間的關係存在，便視為是共識網絡中的一個連

結，而個體對整體網絡的認知正確性，係根據成員間的真實網絡與個體的認知網絡進行認知正

確性的計算，而真實網絡是兩兩網絡成員同意彼此的關係所建構而成。自然，相較於個體去辨

識其他兩兩網絡成員間的關係，個體的認知較易與集體的共識相近。 

在網絡規模方面，研究所樣本的個人網絡規模皆大於大學部樣本的個人網絡規模，顯示研

究所成員在團體中的交際情況比起大學部成員在團體中的交際情況更為熱絡。至於兩組樣本在

向外連結 (個體的朋友數量) 與向內連結(將個體視為朋友的數量)方面，皆呈現個人網絡數值高

於整體網絡數值，顯示個體對於自身連結程度的估計高於團體中其他人對此特定個體之連結程

度的估計，此情形同時也隱含個體認知的系統性偏誤 (Kumbasar et al., 1994)。而在網絡密度方

面，由於認知偏誤的特性，個人能夠確認的連結數量普遍低於經過交叉比對的整體網絡 (真實網

絡)，因而兩組樣本的個人網絡密度皆低於真實網絡的密度；另與網絡規模與網絡內外向連結數

相同，研究所成員的網絡密度也高於大學部成員的網絡密度。上述數值意味著，不同的性別與

教育階段群體，其與網絡有關的特質會有所差異。 



478   管理與系統 

   
 

 

 

圖 5  個體友伴數量的認知偏誤 

 

參照 Kumbasar et al. (1994) 的調查方式，圖 5 則呈現研究所與大學部樣本中，針對個體友

伴數量的主觀與客觀估計的比較。x軸代表個體主觀認知的對外連結數量，在此稱為主觀友伴數，

即自己認為的朋友數量；y 軸則是個體的主觀友伴對於個體對外連結數量的中位數，在此稱之為

客觀友伴數，及自己所認為的朋友，他們認為的你的朋友數的中位數。由圖中可看出，無論是

主觀友伴數或客觀友伴數，研究所的友伴數量皆有高於大學部友伴數量的傾向。而在 45 度對角

線的輔助下，此二圖皆顯示，個體的主觀友伴數量高於客觀友伴數量的情形。這表示，個體普

遍自我感覺良好 2，有高估自身交友熱絡程度的傾向，即便是與該成員較熟悉的觀察者，其認知

也與個體的認知有明顯落差。 

4.2 假設檢驗 

為檢驗 H1：個體在其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中的網絡中心性有顯著差異。本研究以 t 檢定檢

驗個體在個人認知網絡以及真實網絡中網絡位置的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3 所示。Bonacich 影響 

 

2  日常生活中，「自我感覺良好」一詞為挖苦他人自以為是、過度樂觀、過度自信的專用語。2010 年六月

第 70 期的《30 雜誌》中有篇標題為「越笨，越自我感覺良好」的報導，報導中指出，對一般人來說，

愈刺激活化大腦額葉的某個區塊，這個人對自己的看法就愈準確，但如果大腦額葉活動量很少的人，就

容易覺得自己很受歡迎，或是自己在同輩之間表現愈好。這是因為會對自己的看法不切實際、過度樂觀

的人，通常在提出看法之前，思考的時間比較短，腦部動用的心智資源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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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體在認知網絡與真實網絡中網絡位置的差異 

組  別 網絡變數 認知網絡 真實網絡 平均數差 

研究所 多數中心性 0.39 0.31 0.08** 
(n=34) 接近中心性 0.53 0.53 0.01 

 Bonacich 影響力 6.93 5.47 1.45** 
 中介中心性 0.05 0.03 0.02** 

大學部 多數中心性 0.25 0.17 0.08** 
(n=36) 接近中心性 0.33 0.30 0.03 

 Bonacich 影響力 8.17 5.27 2.89** 
 中介中心性 0.07 0.04 0.03** 

註：** 表示 p<0.01 

 

力值代表網絡中其他人對該成員依賴資源的程度，此數值越大，代表越多人依賴該成員。在研

究所樣本中，個人主觀認定他人對自己的依賴程度，顯著高於真實網絡中其他人對該成員的依

賴程度 (t = 5.511, p < 0.01)；在大學部樣本中，也有個人認知的 Bonacich 影響力值顯著高於真實

網絡中 Bonacich 影響力值的情形 (t = 6.463, p < 0.01)。同時我們也發現，無論是研究所或大學部

樣本，個人認知自己的關係數量也顯著高於真實網絡中的關係數量。同樣的，個體也有高估自

身在網絡中的中介中心性的傾向。上述結果顯示，當樣本各自呈報自己認知的網絡時，相較於

真實網絡中的交際情況，會有高估自身影響力的傾向，H1 獲得支持。 

為檢驗 H2：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 (包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整體對個體關係

認知正確性、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是否對於個體的網絡中心性有正向影響，結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由此二表可發現，在以多數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及 Bonacich 影響力值為依變數的

模型，F 值皆達顯著水準 ( p < 0.01)。其中，個人認知的網絡密度與多數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及

Bonacich 影響力值三者，分別都有正向顯著的關係，這意味著，個體對於網絡的敏感度越高，

越會去察覺班上同學之間的關係者，其網絡的中心性也越高。而在各個認知正確性與網絡位置

之關係方面，無論是研究所或大學部樣本，「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同樣與多數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及 Bonacich 影響力值三者，分別都有正向顯著的關係。此外，在大學部的樣本中，

「個體對自我關係認知正確性」則分別對於多數中心性及接近中心性有正向顯著的關係，在研

究所的樣本中，「個體對自我關係認知正確性」則對於多數中心性有些微正向顯著的關係。而

所有認知正確性的變數與中介中心性之間，則無顯著的關係存在，模型的適合度亦為達顯著水

準。H2 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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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迴歸分析結果：研究所 

變        數 多數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 Bonacich 影響力 中介中心性 
控制變數     
性別 0.131 0.022 0.196 -0.018 
 (0.030) (2.088) (0.605) (1.438) 
年齡 0.084 0.155 0.062 0.042 
 (0.011) (0.765) (0.222) (0.527) 
個人網絡密度 1.015** 0.624** 0.953** 0.219 

 (0.142) (9.934) (2.877) (6.845) 
自變數     
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  0.497** 0.551** 0.403* 0.216 
 (.273) (6.354) (5.516) (13.126) 
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0.267 -0.511** -0.129 -0.311 
 (.104) (7.266) (2.104) (5.007) 
個體對自我關係認知正確性  0.307+ 0.023 0.268 0.179 

 (0.001) (0.088) (0.025) (0.060) 
R2 0.637 0.517 0.567 0.081 

Adj. R2 0.556 0.409 0.471 -0.123 
F-value 7.893** 4.813** 5.889** 0.396 

註：1. 模型中的依變數為由真實網絡計算而得的各種中心性指標。 
    2. **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0。 
  3. 括號內為標準誤。 

 

表 5  迴歸分析結果：大學部 

變        數 多數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 Bonacich 影響力 中介中心性 
控制變數     

性別 0.124 0.124 0.077 -0.019 
 (0.029) (1.710) (0.805) (1.437) 
年齡 0.150 0.025 0.184 0.361 
 (0.025) (1.454) (0.684) (1.221) 
個人網絡密度 0.559** 0.364* 0.514* 0.587** 

 (0.297) (17.517) (8.245) (14.715) 
自變數     

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  0.429** 0.467** 0.524** 0.104 
 (0.195) (11.489) (5.408) (9.651) 
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0.047 -0.149 0.019 0.102 
 (0.103) (6.066) (2.855) (5.095) 
個體對自我關係認知正確性  0.412* 0.576** 0.280+ 0.230 

 (0.001) (0.043) (0.020) (0.036) 
R2 0.549 0.558 0.587 0.343 

Adj. R2 0.455 0.467 0.502 0.207 
F-value 5.873** 6.113** 6.881** 2.525* 

註：1. 模型中的依變數為由真實網絡計算而得的各種中心性指標。 
    2. **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0.10。 
  3. 括號內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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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本研究以不同教育階段的兩群學生為樣本，不僅確認了個體對於自身在網絡中位置的認知，

具有系統性的差異存在之外，即高估自我網絡中心性的現象，對此，我們想進一步了解，認知

正確性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個體在網絡中的位置，這背後隱含個體若對身處的網絡結構能有清楚

的掌握，能否轉化為其行動上的優勢，因此，我們分別檢視三個網絡認知正確性的變數與網絡

中心性之間的關係，以下分別針對實證結果進行探討。 

首先，在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方面，實證結果顯示，個人對於團體中真實交際情況

的瞭解程度，與該成員接近整體網絡 (真實網絡) 中心位置的程度有正向顯著關係，但與該成員

接近網絡中介位置的程度之間並無明顯關係。此結果意味著，若個人能夠清楚掌握團體內網絡

結構真實情況，將有助於該成員在網絡結構中取得權力及核心地位。如同 Freeman et al. (1988)

將網絡認知視為一種「社交智能」，個體對整體網絡認知正確性高的人，如同擁有更成熟的社會

技能，能夠更加仔細的觀察團體中的交際情形，此技能不僅有助於提升個人運用團體中社會資

本的效率，在執行任務時減少嘗試錯誤的次數或是任務延宕的時間，也連帶提升自己在網絡中

被其他人依賴的程度；當個人被依賴的程度增加時，同時暗示此成員在團體中受到信任的程度

上升，有可能也會藉此獲得更大的資訊量，也可能更容易支配團體中的其他人力資源。 

至於所有認知正確性的變數對於個體的網絡中介位置的解釋力不佳，可能的原因是，在研

究所與大學部兩樣本群體中，無制式化的小團體疆界，兩個班級中的共同課程與活動較多，交

流都很頻繁，所以團體間的分裂情形不明顯，因此在此兩組樣本團體中，網絡結構的中介角色

功能無法突顯。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與本研究調查的社會網絡類型有關，本研究調查的友誼網

絡，網絡中的關係主要是情感交流的強連結 (Krackhardt, 1992)，而不是在資訊傳遞過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弱連結 (Granovetter, 1973, 1985)，且學生之間較無正式的權力結構，或許認知正確

性對於中介位置的解釋較適用於工具性關係的諮詢網絡當中。 

其次，在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方面，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體中其他人對於某單一成員

真實交際情況的認知差異，是否反映該成員在網絡中的位置。實證結果顯示，此變數與個體網

絡位置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推測可能的原因為，在這兩組班級樣本中，由於成員數皆為三十

到四十人之間，且無制式化結構的隔閡，團體成員間對其他人的交友情況皆有某種程度的認識；

在此前提下，若某成員的交友規模較小，其他與該成員不常來往的旁觀者也很有可能會得知此

情況。例如，某成員固定只與特定的另一名團體成員交流，此時該成員的真實網絡規模為一；

但該成員較孤僻的交友情況在團體中久而久之也會被其他少與該成員來往的其他成員所知曉，

因此調查其他成員對該成員的友誼網絡認知正確情形時，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可能趨近

於百分之百。即使如此，由於該成員的交際連結偏少，該成員還是遠離網絡的中心位置。 

探討此變數與網絡中介位置的關係時，應也是存在相似情形。因此，不只是核心人物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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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狀況會被團體中其他人所知曉，在網絡密度達某程度以上的繁密狀況時，或是團體本身所處

物理空間不疏遠時，團體中的成員對於邊陲人物在團體中的真實交友狀況也可能有很高的掌握

程度。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的樣本是否位居核心或邊陲，與「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

之間並無明顯的正相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中心性是以整體班級網絡的中心性來定

義，但由於「整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的衡量方式是指個體對於局部網絡的認知，或許此

一構念在對個體所處的整體網絡中的小網絡裡的中心性會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即局部網絡的認

知可用以解釋個體在組織內小團體的社會地位。但因本研究之樣本難以界定出組織內的小團體，

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對此進一步驗證。 

第三，在個體對個體自身關係認知正確性方面，此變數顯示的是個人對於自己交友情形的

主觀看法，是否也同時被連結的另一端所承認；當雙方皆認可此連結存在時，此連結才能被稱

作「真實的交際情況」，若個人自我揭露的連結中，有多數被連結的另一端所承認，則稱此人具

有高程度的「個體對個體關係認知正確性」，意味著在自己所擁有關係數中，該個體所擁有的具

實質效益的關係數量比例越高。換言之，個體對自我關係的認知正確性越低，表示該個體是一

個在友誼關係中過於自信、容易自我感覺良好 (朋友比實際上多) 的人，在他認為的許多對方視

他為朋友的關係中，他認為對方視他為朋友，但實際上並不是，因此，該成員有實質效益的關

係數量比例越低。 

「個體對自身關係認知正確性」表現的是個人對其他人對自身反映的認知正確性，此一特

質與多項社交技能有正向關聯 (Mostow et al., 2002)，當個人能夠清楚了解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同時暗示此人可能也有高度的自我監控 (self-monitor) 能力，在與他人交流時會更加清楚他人在

社會網絡中一些情緒反應底下的動機，給予對方適當回應，增加個人被接納的程度。也因此這

些人會成為團體中較受歡迎的成員，進而被其他人推到網絡中的核心位置。 

6. 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擴展網絡認知正確性的內涵，除了個體對於整體網絡的認知之外，還

包括個體對自我網絡的認知，以及個體對自我關係的認知，並進一步透過實證的方式，檢視上

述個體的認知正確性與網絡位置之間的關係。我們利用了兩個友誼網絡為樣本進行實證，部分

實證結果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根據以上實證調查的發現，以及相關文獻主張和理論觀點，本研究能延伸下列實務意涵。

第一，組織中的成員若能瞭解網絡結構的分佈，有助於提升自己運用社會資本的效率。Casciaro 

et al. (1999) 的研究中發現，團體中的正式階層與個人對非正式結構的認知正確程度成反比。高

階主管們由於資源充足，運作權力充分，對於組織內的非正式結構，例如諮詢網絡或友誼網絡

的瞭解程度往往不及正式位階相對較低的職員們，因為一般來說，組內的成員之所以獲得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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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其工作表現優異，而不是該成員在群體內受歡迎的程度；這也暗示，當個人在組織中

正式權力相對不足時，可透過網絡的非正式功能運作的了解與掌握，來提升其社會地位。而關

於這方面的能力或可透過人際敏感度的培養來加以提升。 

 其次，在團體中受歡迎的人物普遍具備成熟的社會技能，包含高度自我監控、對他人的社

會反應能夠正確解讀等 (Mostow et al., 2002)，這些人對「個體對自身關係的認知正確性」也相

對較高。個人若是想增加實質效益連結的數量，可能無法一蹴可幾，但是可藉由一些社交技能

的訓練增進理解他人情緒動機的程度，並且試著給予他人期望的社會反應，傳達個人的友好態

度，改善其他人對自身的接納程度，如此可能會對增加並穩固雙向連結有所助益。 

 在未來研究建議部分，主要有四：第一，本研究將網絡位置分為中心位置與中介位置兩種

角色來探討，但是在社會網絡分析中，團體中還有其他角色也值得探討，例如邊陲人物。且大

團體中小團體集結的模式也會影響成員角色的功能。這些網絡中的其他成員特質是否能夠從認

知正確性的角度來檢驗，或許也是社會網絡分析相關研究中值得深思的議題。第二，本研究著

重在擴展網絡認知正確性的內涵，但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是以整體網絡來計算各種中心性指標，

未來可以嘗試進一步理解各種認知正確性與組織內小團體運作的關係。第三，本研究探討的是

非正式的友誼網絡，其關係的形成並非是受到正式的制度性因素所規定，完全是基於個體間情

感上的需要所形成，但在正式的組織結構中 (受到制式化的規範的網絡)，如工作流的網絡或資

訊流的網絡，因職位功能上的需要，在該型態的網絡中，個體的網絡認知正確性或許亦會受到

其在真實網絡的中心性所影響，此有待相關研究進一步的驗證，建議後續研究可以不同類型的

網絡作進一步的探討。第四，本研究是以學生樣本檢視友誼關係，然而職場上的友誼關係，可

能伴隨著其他制式化因素的影響，如職位的安排，便可能促進或阻礙友誼關係的形成，這在未

來的研究中，可運用實務上工作者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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